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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然草地是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占国土面积的41.67%, 但其畜牧业生产力很低, 产值仅为农业产

值的5%, 约为全国畜牧业产值的1/6. 本文根据温性草原的起源和草地畜牧业的5个发展阶段构建了营养级金字

塔, 通过草原生态系统的不可持续性、草原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和草原经济系统的不可持续性3个方面论证了当前中

国草原面临的困境. 因此, 中国草原的生产方式亟需转型, 由基本上源于一万年前新石器时期的传统、粗放、落后、

低生产力和生态不友好的天然草地放牧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向以优质高产人工草地和草地农业为基础的现代化畜

牧业生产方式转型. 建议: (ⅰ) 在今后30~40年内建设约占天然草原1/10面积的优质高产的集约型人工草地4×107

hm2, 以人工草地接替天然草地的生产功能并恢复天然草地的生态功能; (ⅱ) 在草原带南缘的农牧交错带与农区

普遍发展草地农业, 即草田轮作制; (ⅲ) 把草和畜牧业的元素融入农业系统中, 以先进的草基农业系统改造我国

传统的粮-经二元农业和原始的天然草地放牧业. 在此基础上构建未来的草地金字塔结构, 预示在上述生产方式

的革命性调整之后, 我国的草地畜牧业将进入一个由现代化的草基农业和“返璞归真”的天然草地相结合的可持续

发展的新阶段. 

关键词    草地退化, 草基农业, 营养级 
  

 
 
中纬度的天然草地或温带草原曾是地球上最重

要的放牧场 . 世界上最大的草原区—欧亚草原区

(Eurasian steppe region)是旧世界的放牧场 , 在我国

包括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北部和辽西平原以及隆升到

5000 m以上的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原. 草原具有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 , 以与其协同进化的大型食草性有蹄

类脊椎动物群 (如多种羚羊 (Antilopinae)、野牛 (Bos 

gaurus)、野马(Equus caballus)和野山羊(Nubian ibex)

等)为特征, 食肉动物主要是狼和猛禽类, 还有小型

的啮齿类, 如鼠类、兔、蛇类, 时有蝗灾. 草原的草

类植被及其下发育的腐殖土(黑钙土、栗钙土和草甸

黑土)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强大的水源涵养、水土保

持和防风固沙功能. 草原也是全球重要的碳汇, 我国

草原的碳储量约为29.1 Pg, 其中地上部分2.6 Pg, 地

下部分26.5 Pg(占总碳储量的96.6%)[1], 如遭破坏退

化则可转变为巨大的碳源 . 草原地区还具有极充足

的太阳辐射和风能, 可开发为能源基地. 草原蕴育的

草原民族文化传统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财富 , 草原

的美丽景色陶冶人的思想和精神 , 可供开发生态旅

游和生态狩猎.  

我国天然草地面积仅次于澳大利亚和俄罗斯 , 

约4×108 hm2, 占国土面积的41.67%, 是耕地的3.3倍, 

森林的3倍. 我国天然草地每年的生态功能价值按世

界平均的2000 元  hm2 a1计算 , 每年可达8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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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 但我国的草地畜牧业十分落后, 每年牲畜价值

约3000亿元, 占农业产值的30%, 其中草地畜牧业仅

占5%, 大致相当于150亿元(草地畜牧业先进国家一

般占60%~70%以上), 少于其生态价值, 远不能满足

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生态良好的需求. 人们开

始认识到, 放牧不再是草原的唯一利用方式, 恢复天

然草原的水土保持、防止形成沙尘暴源, 以及促使草

原野生有蹄类食草动物群回归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 

尽管在内蒙古, 甚至在整个中国, 目前已经到了天然

草原功能转型—根本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与以发

挥草原生态服务功能为主的新模式的转折点 , 人们

仍然对草原游牧恋恋不舍, 难以割弃.  

我国关于草地和草地畜牧业存在以下几个严重

的误区: (1) 天然草地只能用来放牧, 不放牧就会退

化; (2) 天然草地的生态功能只是次要的功能; (3) 天

然草地游牧是畜牧民族的优秀传统 , 是天人合一和

最和谐的生产方式, 必须继承保留; (4) 生产方式的

现代化是对畜牧民族传统的违背和破坏; (5) 现代化

农业不包含畜牧业 , 畜产品不是粮食 , 草地不进农

田, 农业(种植业)“以粮为纲”, 不与草地畜牧业结合.  

1  温性草原的起源和草地发展阶段 

相对于古老的森林、荒漠和稀树草原生物群区而

言 , 温性草原是地球陆地上相对进化和年轻的生物

群区或植被类型. 最近对植物进化的研究表明, 大气

CO2浓度增加以及气候变化促进了北美大草地的起

源[3]. 草地在第三纪的大扩展在新旧两大陆都表现为

具C4光合途径的暖季禾草的进化[4]. 尤其在40×106年

前的青藏高原隆起与更新世冰川盛期时的寒旱化过

程中 , 耐寒旱的温性草原在南北半球温带大陆性地

区得到极大的扩展 , 从而形成了横贯欧亚与北美大

陆的温性草原植被地带 , 从此温性草原成为地球陆

地上最广布的植被类型之一 , 并具有地球植被地带

生态地理核心的显著地位[5].  

草原作为一个生态系统 , 其生存和运转的机制

在于它的营养级结构之间的生物质能转换 . 自然草

原始终维持着由狼群或其他食肉动物统治和调节下

的食物链, 由此形成三层的营养级金字塔结构(图1), 

即草原草类植物群落形成的第一性生产力→草食性

动物(包括牲畜)的第二性生产力→肉食性动物(包括

人类)的第三生产力的递变关系. 这三级生物群之间

大致(有波动起伏的)按照“十分之一”生态法则制约着 

 

图 1  草原生态系统的营养级金字塔结构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 of the trophic pyramid for steppe ecosystem 

的100:10:1比值的递减率维持着草原生态系统的能

量和物质传递 . 如果作为营养级金字塔基层的草原

草类的生产力因气候变化或灾难而降低和不足 , 亦

即在第一性的生物质能量比率低于100的情况下, 就

不足以支持其上的二三层结构 , 造成草食动物或牲

畜的生产力下降和金字塔顶端生物群和人类的饥饿, 

并导致草原因过牧而退化的恶性循环 , 可能使草原

生态系统, 或草原社会沦落至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况, 

甚至引发饥荒、流民和战争.  

另一方面, 当金字塔的第二层, 即草原营养级的

食草动物或放牧的牲畜的比率过多 , 超过了草原草

产量的负载能力, 就会导致草的再生力变弱、产量降

低、覆盖率减少、地表水土流失加强、表土砂砾化、

腐殖质层被剥蚀、土壤肥力衰退以及碳汇缩减等一系

列退化过程, 同样阻碍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金字塔的第三层, 即草原营养级的控制层, 在自

然草原中以狼群为代表 . 它通过对食草动物的控制

和调剂使食草动物的种群数量限制在一个合理的限

度, 不致繁育过多造成对草原植被的破坏和退化, 并

通过对食草动物的适度捕食选择性淘汰其老弱病残

的个体 , 使遗传特性优良的食草动物的健壮个体不

断进化而优化其种群. 在这一过程中, 狼群本身也得

到协同进化 . 人类在草原系统中也是第三层的肉食

消费者 , 已基本上排挤和消灭了其同一层内的竞争

者—狼群 , 并由于草原区近半个多世纪人口剧增和

整个社会对畜产品的需求极大而使得第三层的生物

质能的总量和比率大大超过系统的限量 . 最为重要

的是, 人类还担负着草原管理者的角色, 一个低能的

管理者只知道以贪婪过度放牧的方式对天然草原进

行无度地掠夺和榨取 , 而理智的管理者则会采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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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更友好的草地农业策略和方式发展优质高产的

草地畜牧业.  

草原及其上的草地畜牧业大致可分为5个时期和

发展阶段, 即:  

(ⅰ ) 史前时期的原始自然草原阶段 (图2(a)).  

草地畜牧业的史前时期是以基本上无人类活动干扰

的草原自然生态系统的原始状态为特征的 . 这一原

始阶段包括更新世中期至全新世的前期 , 自然因素

对草原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草原生态系统的3个营

养级完全按照自然的节律有起伏地运转着.  

(ⅱ) 新石器时期开始的自然草原群牧阶段(图

2(b)).  人类大约在10000~12000年以前产生了新石

器时代的农业革命 [6]. 早期驯养动物是成群放牧的 , 

当有更多的定居时, 土地连续被用于豢养家畜, 导致

过牧增强. 但早期的畜牧活动规模较小, 多是局部性

的 , 尚不足以导致整个草原地带的土地和生态系统

的全面退化 . 草原自然的生态系统营养结构和环境

的能量转换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仍是主导的过程.  

(ⅲ ) 早中世纪时期的自然草原游牧阶段 (图

2(c)).  进入人类社会的历史时期大致从公元前3~4

千年前开始 , 主要是由于早期种植农业和畜牧业的

发展, 草原游牧民族已形成一定规模, 人类很快地在

草原生态系统中与狼群分享与占据着草原营养级顶

端的统治地位 , 此时尚能大体上维持着草原各营养

级之间的“十分之一”生态法则的比例关系 . 在这一

时期, 游牧制度逐渐形成并臻于成熟, 属于干旱和半

干旱气候区的草原地带仍具有不稳定的气候和以干

旱为特征, 每到旱灾、雪灾或其他灾害发生时, 由于

草原草类的第一性生产力不足以供养其上一营养级

的食草动物或牲畜的需求时 , 游牧民族的畜群和人

群就面临饥荒和灾难. 这时, 游牧民族就必然地要向

邻近地区 , 尤其是生活较为富庶和稳定的农业区域

发动侵袭, 以取得物质与能量的补偿, 才得以延续其

民族的生存和繁衍 . 这体现了草原区域的一种自然

法则—“狼的法则”[7], 也是在中世纪时期草原游牧

民族不断向东亚南部农区、中亚肥沃的灌溉区, 以及

东欧农业社会发起侵袭战争的自然历史渊源 , 这一

时期也可称为“草原的战争攫取时期”.  

(ⅳ) 近代时期自然草原过牧退化—补贴阶段

(图2(d)).  在动荡的中世纪以后, 近百年来, 草原游

牧民族转而采用发展牲畜数量的办法以期获得较多

的收入和补偿 . 草原过度放牧虽在初期可使畜产品 

增加, 但违背了“十分之一”的生态法则. 其代价是草

原生态系统结构破坏、生产力减退和土壤荒漠化, 终 
 

 

图 2  草地畜牧业的 5 个发展阶段及其生态系统的营养级金字塔结构图示. (a) 史前时期原始自然草原; (b) 新石器时期初始群牧的自然草原; 

(c) 早中世纪时期游牧的自然草原; (d) 近代时期过牧退化的自然草原; (e) 现代化工厂化饲养的人工草地和自然草原 
Figure 2  The five developmental periods of grassland husbandry and structural schema for their trophic pyramid. (a) Prehistoric period of primitive 
grassland; (b) neolithic period of initial grazing grassland; (c) early Middle age of nomadism in natural grassland; (d) modern age of overgrazed and 
degraded grassland; (e) contemporary age of combined system of natural grassland with industrial livestock 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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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致草原生态系统崩溃(沙化、砾石化和盐渍化等).

在草原还有一定生产潜力的初期数百年期间 , 这种

办法尚有一定成效. 但到了19世纪后期, 由于放牧牲

畜数量剧增 , 就在牧区造成大面积草地因超载而退

化的普遍态势. 加以受到全球变暖作用, 草原固有的

干旱轮回与其他自然灾害对退化草原与超载畜群的

加剧胁迫 , 终究导致草原生态系统的极度衰退与崩

溃 . 这种依赖过度放牧来极度榨取草原生产力的生

产方式无异于杀鸡取卵 , 实际上是不断造成日益增

大生态赤字的“生态高利贷”, 是以牺牲生态为代价

的恶性循环进行负债补偿来换取草原牧民的生存与

“发展”. 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国草原的过牧退

化已达到顶峰 , 只有依靠国家的扶贫救灾和荒漠化

治理工程投入等补贴的资助 , 这是一个草原和草地

畜牧业得不偿失、不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ⅴ) 现代化时期的人工草地和工厂化饲养阶段

(图2(e)).  温性草原过牧退化噩梦的终结取决于草

地畜牧业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和对草原功能的合理

定位. 从目前国际上先进农业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 

现代化的草原畜牧业必然要采取发展人工草地、保育

自然草原和构成草地畜牧业产业链的优化生态-生产

模式.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已先

后完成了从传统的天然草地放牧到人工草地与草地

农业支持的现代化先进畜牧业的转变 , 极大地提高

了草地畜牧业的生产力 , 形成完备的产业链与发达

的畜牧业经济 , 同时使过牧退化的天然草地得到充

分的休养恢复和发挥良好的碳汇、保水、持土、防止

流沙和扬尘的生态功能 . 草原原生的大型食草动物

如北美野牛 (Bison bison)、野马和赛加羚羊 (Saiga 

tatarica)等得以回归 ,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文化 

效益.  

现代化的草地畜牧业不同于工厂化饲养 . 后  

者较多依靠不可更新的化石燃料提供高碳能源. 1930

年前后的工业化农业 , 即大致在人类开始进入“一  

个农业”的新时代 , Schusky[6]称这个新时期为新卡  

路里时代 , 它几乎完全基于化石燃料的“卡路里”,   

工业化农业统治了近代 . 这个新的食物链的特征  

是以化石燃料的能量取代了人类和动物劳力产生  

的能量, 但这是所有食物系统中能量效率最低的. 工

业化农业往往消耗了比它所产生的更多的能量 ,   

而且化石燃料终有尽时 , 化石能源的极限迟早将会

到来.  

现代化的草地畜牧业是现代化农业循环经济的

驱动性产业和商品化的源泉 , 它形成现代农业产业

的核心, 作为现代国民经济的基础, 发达国家的畜牧

业一般占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8]. 历史和国际现代

化的实践证明 , 仅依靠天然草原不稳定和有限的生

产力是不足以实现和保证草地畜牧业的这种地位和

作用的 , 草原自然界的生产力不论在数量和时间上

都和人类的需求有一、两个数量级上的差别. 要大幅

度地提高草原土地的生产力(数倍超过其气候潜在生

产力)和产品品质, 才可能满足人口对畜产品和草原

优良环境不断增长的需求 . 因此必须有相当规    

模的资金、能源、物资、技术、设施、管理和劳力的

投入.  

我国的草地畜牧业尚未进入人工草地和工厂化

饲养的现代化时期 , 仍滞留在数千年前以天然草原

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和过牧阶段.  

2  中国草原的退化和不可持续性 

草原因过度放牧而退化曾是全球性的现象 . 研

究中东游牧方式的Beaumont[9]断言: “过度放牧是游

牧民族固有的知识和生产方式!”至今在中东沙漠地

区各国和非洲萨赫勒地带和稀树草原地带因过牧而

造成的荒漠化仍十分严重. 即使是欧洲水土丰腴、林

草茂盛的阿尔卑斯山也难免此难 [10]. 北美大陆则是

在18~19世纪的200年内开拓放牧场 , 把在北美大草

原上生存的6000万头北美野牛斩尽杀绝 . 我国北方

的温性草原地带由于历经数千年的游牧畜牧业活动

而普遍退化, 随之在近半个多世纪中相继遭遇到4个

巨大冲击—20世纪70年代的草原垦荒种粮浪潮、20

世纪80年代以来草原因牲畜数量激增而加剧过牧的

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增暖和草原旱化浪潮

以及21世纪将不可遏止地揭开整个草原肥沃表层的

露天煤矿开采狂潮.  

现以我国5个草原省区的草地生产力和草地畜牧

业的基本数字来剖析我国的草原退化和草地畜牧业

的不可持续性(表1). 我国北方草地由于气候增暖、干

旱、灾害频发和严重的超载过牧, 草地的生产力低下, 

承载力微弱 , 平均每只羊单位每年约需1.3~1.7 hm2

草地, 在高寒的西藏每只羊单位平均需要近2.7 hm2

草地.  

我国的5个草原省区, 除了草地面积最小的宁夏

之外, 蒙、藏、新、青4省区的绝大面积草地都是严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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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草地省区的放牧草地状况a) 

Table 1  Status of rangeland in Chinese grassland provincesa) 

省区 可利用草地 
(×106 hm2) 

平均产草量

(kg hm2) 

单位载畜量

(hm2 羊1) 

理论载畜量

(×106 羊只) 

实际载畜量

(×106 羊只) 
超载率(%) 实际需求草地 

(×106 hm2) 
尚欠缺草地
(×106 hm2) 

内蒙 63.6 1069 1.42 44.66 96.79 116.7 137.44 73.84 
西藏 70.8  373 2.61 27.10 48.26  78.1 125.96 55.16 
新疆 48.0  568 1.49 32.20 57.21  77.7  85.24 37.24 
青海 31.5  780 1.07 29.00 36.33  25.3  39.60 8.1 
宁夏 26.3  622 1.62 16.20 10.25   16.60 9.7 

a) 数据来源文献[11~13] 

重超载和强度退化的(表1). 以内蒙古为例 , 综览内

蒙古草原近半个世纪气候、草原植被结构和生产力、

土壤以及畜牧业发展状况 , 使研究者们意识到内蒙

古草原正趋向于成为一个不能自我维持和不可持续

发展的系统 . 其不可持续性表现在草原环境的不可

持续性、草原生态系统的不可持续性和草原经济系统

的不可持续性3个方面: 

2.1  草原环境的不可持续性 

内蒙古草原环境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气候

的干热趋势加强与灾害的频繁发生及其程度的不断

加重 . 根据内蒙古典型草原带锡林浩特气候站

1951~2010年逐月平均温度和降水量的观测数据(图

3), 内蒙古草原的年均气温60年内增加了2.5℃ , 年

降水量在60年内虽无显著增减 , 但降水年际变率增

大, 意味着气候的干旱性在增强.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 白灾(雪灾)每10年发

生次数减少, 但90年代后又呈上升趋势; 风灾发生次

数增加; 旱灾在80和90年代的20年间都是每10年有6

次, 其发生频度大大超过了过去的“十年轮回”(图4). 

灾害会造成畜牧业的重大损失 . 例如 , 锡林郭勒盟

1962, 1968和 1977年因白灾各死亡牲畜 1.048×106, 

1.040×106和2.458×106头(只); 1966年和1988年因黑灾

分别死亡牲畜1.63×106和4.08×106头(只); 1980年和

1981年因暴风雪死亡牲畜 60×103和 80×103头 (只 ). 

2000~2003年上半年连续3年半冬季持续降雪 , 部分

地 区 形 成 特 大 白 灾 , 各 年 牲 畜 死 亡 分 别 达 到

530.1×103, 384.0×103, 80.5×103和121.5×103头 (只 )1). 

可见 , 内蒙古草原近年气候状况十分不利于自然草

原游牧畜牧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14]. 

2.2  草原生态系统的不可持续性 

在高频率灾害气候和人为干扰下 , 草原生态系 
 

 

图 3  中国内蒙古草原(以典型草原区的锡林浩特为例)60 年气候变

化. (a) 年总降水量和(b) 年均温 
Figure 3  Variation of (a) annual precipitation, (b) annual mean tem-
perature in Inner Mongolia grassland in the past 60 years (Take Xilinhot 
as an example which locates in typical grassland) 

              
1) 内蒙古农牧厅畜牧处办公室. 内蒙古畜牧业统计资料(1949~2000 年) 



 
 
 

    2016 年 1 月  第 61 卷  第 2 期 

170   

 

图4  1949年以来内蒙古草原5种灾害发生频次统计. 20世纪90年代后

白灾和暴风雪合为雪灾. 90年代旱灾数据来自内蒙古农牧厅畜牧处办

公室 
Figure 4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5 natural disasters in Inner Mongo-
lia grassland from 1949. White disaster and snowstorm are combined as 
snow disaster after 1990s. Drought data in 1990s is provided by courtesy 
of Animal Husbandry Office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Inner Mongolia 

统处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内蒙古草原在20世纪50年代前基本上不存在明显的

草地退化 , 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每只绵羊单位占有

草场4.1 hm2, 到2011年仅占有1.3 hm2[15]. 近60年来, 

草原退化日益严重 , 60年代中期草地退化面积为

18%, 80年代达到39%, 90年代高达73%[16], 21世纪初

已近90%[17,18]. 随着草原的不断退化, 草原群落结构

发生变化 , 草地生物多样性丧失 , 珍稀濒危植物灭

绝, 野生大型动物消失, 有害的鼠类增多. 草原生物

多样性的恢复需要漫长的时间[19].  

草原作为全球主要的碳汇之一 , 在碳循环中有 

巨大作用. 但是, 随着开垦和过度放牧, 草原土壤中

的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 , 草地生态系统的植被碳储

存量也受到了明显影响 [20~24]. 研究表明 , 我国被开

垦的草原和严重退化草原的土壤向大气中排放的温

室气体显著增加, 可能已经从碳汇变成了碳源. CO2

的排放增加将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对我国草原的影

响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报告指出, 在温度升

高2℃~4℃和降水减少的情况下, 内蒙古草地生产力

将会降低40%~90%[25]. 与天然草地相比 , 不同开垦

年 限 (5~50 a) 表 层 土 壤 有 机 碳 含 量 会 下 降

36%~68%[26];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地区由于开垦

种植小麦 36年后 , 0~100 cm 土壤有机碳下降了

12.3%~28.2%, 其中表层土壤存在显著的下降趋

势 [27]. 多年放牧会导致草地植被盖度和高度下降 , 

净第一性生产力降低, 土壤水分和结构发生变化, 土

壤侵蚀增强, 土壤有机碳降低[28,29]. 过度放牧导致的

中国草地土壤有机碳损失量最大(0.23 kgC m2 a1), 

其次是重牧(0.15 kgC m2 a1)和轻牧(0.05 kgC m2 

a1)[30]. 有研究表明, 过度放牧使内蒙古草原表层土

壤碳的净损失率高达12.4%[16], 而通过减少畜牧承载

量等方法恢复退化草地 , 我国草地土壤的有机碳库

可以增加4561.62 Tg C[31].  

2.3  草原经济系统的不可持续性 

内蒙古草原是我国的重要畜牧业基地之一 , 为

内蒙古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然而近几十年来草地

的大面积退化 , 加剧了草原生态系统内部矛盾和外

部的社会经济矛盾 , 导致长期以来过牧的草原畜牧

业生产方式在经济上的不可持续性, 表现为:  

(ⅰ) 人口压力增大 , 牲畜头数增加 , 人地草畜

矛盾突出 .  北方草原平均超载36.1%, 草原生产力

不断下降 , 平均产草量为60年代初的1/3~2/3. 内蒙

古草地载畜量由 20世纪 50年代至世纪末下降了

47%[13,32]. 由于人口的剧增, 粮食需求大幅增加, 使

耕地面积急剧上升(包括草原的大面积开垦), 由1947

年的3.97×106 hm2增加到2013年的9.12×106 hm2, 增

长了84%. 耕地面积的扩大 , 极大地增加了草原的   

压力.  

(ⅱ) 由于畜牧业产值的增长过分依赖牲畜数量

的增长而忽视了牲畜的质量和草场的建设 , 草原严

重透支, 大大超过了草原的承载力.  内蒙古天然草

地面积6.36×106 hm2, 理论载畜量为4.45×107羊单位, 

现有牲畜数量超载162); 如按现在草地生产力因退化

下降47%计算, 现实承载力仅为2.36×107羊单位, 则

超载119%. 牲畜由于缺草少料引发掉膘超30%, 再

加上其他各种灾害原因等使得牲畜年均死亡率达到

6%的水平 [32], 草地普遍退化, 草原畜牧业经济难以

为继.  

(ⅲ) 草原管理不合理.  草原一年四季放牧, 没

有休养生息, 草原季节性逐渐消失. 人工草地面积很 
            

2) 根据《内蒙古草地资源统计资料》(内蒙古草原勘测设计院, 1988): 内蒙古草地可利用面积 6.36×107 hm2, 单位面积可食草量: 生

长旺季 643 kg hm2 a1, 枯草期 424 kg hm2 a1, 加权平均 513 kg hm2 a1. 单位面积载畜量: 513 kg/730 kg=0.70 羊单位 hm2 a1. 每个

羊单位需草地面积 730 kg/513＝1.42 hm2/羊单位. 理论载畜量: 6.36×107 hm2×0.70=4451 万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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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2013年全区人工草场保有面积仅为4.60×106 hm2, 

只有天然草原的5.5%[33]. 草原长期的集体所有制和

不完善的投资及管理机制 , 造成以不断扩大牲畜数

量来提高收入, 过分利用草原而缺乏投入, 重数量而

不重质量 , 以损耗和破坏土地生产和环境为代价来

取得经济增长, 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ⅳ) 社会因素的制约.  草原畜牧业的产业化程

度极低, 缺乏企业带动和产品增值, 维持低水平、高

消耗和低效率的资源利用. 人口文化素质低, 环保和

生态建设意识差, 再加上交通不发达, 能流物流不畅

通, 信息交流受限制, 成本增加, 间接阻碍了经济的

持续发展.  

(ⅴ) 草原畜牧业投入产出的不平衡.  草原畜牧

业建设投入大幅度增加, 从建国初到20世纪末增加了

几百倍, 但难以改变的客观事实是局部建设、整体退

化. 从草原畜牧业救灾投入来说, 从20世纪60年代的

年均70多万元增加到90年代的2000多万元[32]. 由于连

年自然灾害和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现在牧区一

只羊的生产成本已经高于它的产值, 出现倒挂现象.  

(ⅵ) 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衰退.  自然界的生

态服务功能支持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 然而内蒙

古草原每年草场沙化退化面积高达百万公顷 , 按我

国草原年生态系统服务单位 (每公顷 )价值232美元

计[2], 每年因草原沙化退化引起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

高达32亿元[34], 50年来损失可达1608亿元, 相当于其

50年来总产值的2.37倍, 因此, 相当程度上说, 内蒙

古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历史在近代来说就是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的退化历史.  

畜牧业是一个带动性很强的产业 , 长期以来我

国畜牧业仅占农业总产值的不到30%, 其中草地畜

牧业占比更低 , 仅有5%, 而目前发达国家的畜牧业

占农业比重较高 , 有的达到70%~80%. 中国近几十

年以来, 草原放牧牲畜数量极大增长, 草原严重超载

退化, 已经成为我国最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 也是我

国和全球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35].  

天然草原生态系统除了用作放牧场的生产或经

济功能之外, 还具有重大的生态调节功能、生物多样

性承载功能与社会文明的服务功能 [36]. 生态系统的

功能转型(function shifts)就是根据需要和可能采用生

态系统管理与农林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策略与手段, 

及时地调剂与转移生态系统的功能. 具体来说, 就是

将因过度放牧而严重退化的自然草原通过退牧还草

休养生息 , 恢复其固有的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及

其重要的生态环境效益; 亦即, 放弃自然草原从数千

年来作为放牧场的沉重的生产功能 , 转而全面地恢

复和主要执行生态服务功能, 包括防风固沙、保持水

土、富集碳库、承载保育野生有蹄类食草动物与维护

旱生植物基因库等 , 发挥更为重要的生态调节意义

与生物多性保育价值 , 从而使我国的生态与环境状

况得到极大的改善与优化[37,38].  

3  中国草地生产方式的转变 

我国目前的草地畜牧业仍以传统的天然草地畜

牧业为主, 是粗放的、生产力低下、生态不友好的生

产方式, 急需革命性的结构调整, 以优质高产的人工

草地和草地农业为基础 , 实现向现代化畜牧业生产

方式的转型. 草地农业, 即草田轮作制; 人工草地是

草地农业的一种类型; 而草基农业是把草和畜牧业

的元素融入农业系统中 , 是一种先进的草地农业  

类型.  

3.1  人工草地 

种草养畜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方向之一 , 建设

高产优质的人工草地, 代替天然草地, 应当是我国经

济发展与农业结构大调整的一项重要任务 . 新西  

兰、英国和加拿大的人工草地面积分别占到其草地总

面积的75%, 59%和27%, 美国的人工草地面积也占

其草地总面积的10%以上 , 但我国人工半人工草地

面积仅占草地总面积的3％左右[39]. 集约管理的人工

草地生产力可达到天然草地的10~20倍. 中国有天然

草地4×108 hm2, 用其10%发展优质高产的人工草地, 

结合草地农业的实施和农副产品的饲料化开发 , 使

我国现代化草地畜牧业发展拥有坚实的第一性生产

力基础.  

人工草地还可以发挥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 高

生产力和高覆盖度的多年生牧草组成的人工草地具

有重要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防风固沙的作用. 人

工草地的科学管理可实现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肥沃的腐殖土上生长的多年生草地可为畜牧业提供

高产优质的饲草 , 畜牧业又可以为人工草地提供充

足的有机肥 , 实现人工草地持续的高生产力和生态

服务价值; 建设人工草地和保育天然草地还可以提

高草地的固碳量, 提高我国的固碳能力, 发展“碳贸

易”, 可成为我国生态建设和减缓全球变化的关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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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重大举措.  

3.2  草地农业 

草原带南缘的农牧交错带与农区可普遍实施“草

地农业”(grassland agriculture). 草地农业是指在农业

生产中强调禾草和豆科牧草的重要性 , 基于精细化

管理的人工草地进行畜产品生产 [40]. 我国应调整农

区的种植结构, 达到粮4:经3:草3, 大力发展农区畜

牧业. 如果农区饲草能达到30%, 则有近1.3×107 hm2

的农田草地, 同时利用农区秸秆及其他农副产品, 可

支撑畜牧业发展之需.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 前苏联

的著名农业土壤学家威廉姆斯曾十分提倡但在我国

却从未实施过的“草田轮作制”, 即在大致1/3的农地

上种植牧草或饲料作物, 与粮食或经济作物轮作, 以

产出大量优质饲草料 , 加以农作物秸秆转化的加工

饲料 , 可形成人工饲草支撑的草原牲畜育肥带和农

区的奶、肉牛饲养基地. 在先进农业国家, 牧草是种

植业的第一大作物, 荷兰、法国、英国、德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等国耕地的50%以上种草. 种谷物最多

的美国、加拿大的人工牧草面积也高达40%. 饲料谷

物则是现代种植业的第二大作物 , 占谷物总面积的

大半[8]. 在我国广大的农区, 通过大力推行粮、经、

草(饲)三元种植结构, 轮、间作优质牧草品种, 特别

提高豆科牧草的比重 , 不仅将形成巨大的牧草生产

力, 还可以改善土壤结构, 提高土壤肥力. 如实行草

田轮作 , 牧草比例达到耕地面积的1/3上下 , 则内蒙

古的7.317×106 hm2农田每年将约有1.5×106 hm2农田

可提供优质的牧草和饲料. 此外, 内蒙古农业生产可

利用农作物秸秆与农副产品每年约18×106 t(秸秆产

量为4200 kg/hm2, 秸秆利用率60%), 相当于1×106 

hm2人工草地的牧草生产能力 . 上述合计约2.5×106 

hm2的草田轮作、农作物秸秆及农副产品的牧草饲料

生产力大约相当于上述6.8×106 hm2人工草地的37%, 

二者合计相当于9.3×106 hm2优质高产人工草地, 将

足可超过整个内蒙古天然草地的生产力.  

20世纪40年代以来 , 发达国家已陆续完成了从

天然草地放牧到草地农业支撑的现代化畜牧业的转

变. 草地畜牧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同时天

然草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得到恢复和发展 . 在先进农

业国家农业的主导产业是现代化的畜牧业 . 草地畜

牧业的经济效益可达到种植谷物的10倍 , 实施粮、

经、草三元结构的草田轮作, 高产优质草地约占耕地

面积的1/3,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 我国农业目前

仍然“以粮为纲”, 近80%的农田用来种植3大粮食作

物, 但粮食供应依然紧张. 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是发

达国家的3~4倍 , 猪饲料的需求比人的口粮量还高 . 

如果发展草地畜牧业, 增加牛羊肉和奶制品的供应, 

可缓解粮食压力[8]. 目前我国的草地畜牧业仅占农业

产值的5%, 生产力极低 , 落后于发达国家近70年 . 

我国的畜牧业仍然以天然草地放牧为主 , 造成我国

草地的严重退化和环境恶化 , 影响了我国整体的现

代化的发展. 因此, 我国的草地畜牧业急需生产方式

的转变, 进而实现天然草地生态功能的转变.  

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趋势是草饲业和畜牧

业的大发展 . 农业内部种植结构由以粮食作物为主

或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棉花(Gossypium spp.)、油料

等)并重的结构, 转向粮、经、草(饲)的三元结构, 是

这一过渡时期的农业战略性转变 . 为了满足农田生

态良性循环与发展畜牧业的要求 , 应全面实行草田

轮作制. 多年生豆科与禾本科牧草与饲料作物(玉米

(Zea mays)、甜高梁(Sorghum bicolor)等)的种植面积

应保持在30%左右. 退一步说, 如果全国18亿农田实

行各种形式的草田轮作(含冬闲田), 有1/5的农田种

植牧草和饲料作物 , 再加上农作物秸秆与副产品的

转化, 可折算为2×107~2.7×107 hm2的高产人工草地, 

在此基础上可大力发展畜牧业 , 优化现代化农业的

内部结构, 拉长畜牧业生产的产业链, 使畜牧业占到

我国农业产值的50%~60%, 实现我国农业生产和生

态保护双赢的局面.  

3.3  草基农业 

草基农业(grass-based farming system)是美国在

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禾草在农业中的重要性及如何

提高其效率的实践 , 强调草地在美国农业中是一个

最重要和永恒的组分 [41]. 草地是一种良好的耕作和

生活方式, 是改良土壤的最好方式. 由于全球变化和

化石能源枯竭、淡水耗尽等危机日益彰显, 草地的重

要性比半个世纪以前更为显著 , 牧草在农业中将显

示出特有的功能和重要性.  

近几年来 , 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的趋势是仅

在牧草上完成家畜生产 , 在美国已有10%~30%的乳

品生产者转向以草地牧草为主的草基畜牧业 , 不用

或少用浓缩添加料 , 不仅降低了成本 , 且研究证明, 

草地饲养对动物和人类都更为健康 . 草基农业使农



 
 
 

 

  173 

评 述 

业系统从一个仅单一生产粮食或纤维的植物系统 , 

转变为包含绿色植物第一性生产力亚系统、草食家畜

(含野生大型哺乳类有蹄脊椎动物 )第二性生产力   

亚系统和畜圈与畜粪中有机物分解微生物第三性生

产力亚系统的多功能复合生产系统 . 尤其是多年生

具根瘤菌豆科草类如苜蓿的加入与禾草混生 , 更使

农田富含氮素(减少氮肥的使用)和具有良好的土壤

团粒结构, 形成松软肥厚、通气持水良好的表土海绵

层, 具有防止土表干燥板结、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的

良好生态功能, 为草地农业系统的巨大优越性, 也是

在农田中种草或实施草田轮作 , 粮食不减反增的   

原因[40].  

我国传统的农牧业粗放、落后、低生产力和对生

态不友好的结构和生产方式, 已成为我国农业、生态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极大障碍和桎梏 , 必须在今后

20~30年里进行农业和畜牧业结构的大调整, 把草和

畜牧业的元素融入农业系统中 , 以先进的草基农业

系统改造我国传统的粮-经二元农业和天然草地放牧

业. 这将不啻是一场社会生产领域的大革命. 其目标

是 , 构建一个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前

提下 , 使我国的草地畜牧业进入一个未来的人工草

地草基畜牧业与“返璞归真”(恢复生态功能)天然草地

相结合的新阶段(图5).  

4  结论与讨论 

4.1  草原的游牧方式必须转变 

我国自1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期以来的草地畜牧

业, 即天然草地的游牧生产方式, 虽然在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内对于发展畜牧业生产和形成游牧民族的文

明和传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 但是由于20世纪以来

人口剧增, 草原放牧的牲畜也随之强度超载过牧, 加

以草原地带固有的周期性干旱、雪灾和其他灾害, 以

及全球增温的影响 , 草原退化已成为严重的生态问

题, 我国的天然草地已有80%以上因过牧退化, 草地

生产力大幅度下降, 生态功能严重减退, 草原游牧已

难以为继 , 意味着我国近代的北方草原以天然草地

放牧为主的粗放、落后的传统草原游牧畜牧业, 以其

低下的生产力和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已使

我国草原成为一个不能自我维持的、生态严重退化、

经济巨额亏损的 , 因而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系统.  

 

图 5  未来草地生态系统的营养级金字塔结构图示(人工草地草基畜

牧业和天然草原返璞归真) 
Figure 5  Schema of the trophic pyramid for future steppe ecosystem 
(Developing grass-based animal husbandryand restoring the natural 
grassland of ecological service) 

4.2  我国草地畜牧业的出路是大力发展集约型的

人工草地和草地农业 

目前世界上先进的草地畜牧业国家主要是发展

集约经营的优质高产的人工草地和草地农业 . 集约

型人工草地是以农业技术种植与经营草地 , 包括育

种、耕作、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收获、加工、

储藏等, 虽然成本高于天然草场放牧, 但通过所收获

牧草的产量和质量的提高足可得到抵偿 . 尤其是人

工草地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 . 草地农

业则是在农田中轮作或间作牧草 , 苜蓿等多年生豆

科草和青储饲料, 可显著改善农田的土壤结构, 增强

保持水土能力和提高农田生产力 . 北方人工草地主

要受水的限制 , 通常在晚春初夏时需要一定量的灌

溉, 仲夏时已是雨季来临, 一般不需灌溉. 在为人工

草地选地时注意在农牧交错带和草原边缘地带将低

产田改造为人工草地 , 以及在天然草地中选择隐域

生境[42], 如河谷、低洼集水区、潜水补给区和土壤肥

沃处, 可大力开发太阳能和风力能源, 以保证人工草

地的灌溉能源需求 . 草原上的风场丰富 , 且稳定性

高、连续性好、无破坏性风速等, 目前进行风力发电

和风力提水的技术已臻成熟 , 使草原牧区供水系统

的能源问题得以解决, 保证人工草地的发展. 在内蒙

古和全国草原的土地上 , 可开发的风能储量约占全

国风能储量的 70%以上. 因而无论从风力资源和风

力利用技术的角度 , 都可以满足人工草地灌溉系统

的能源需求. 我国南方亚热带和热带的8×107 hm2亚

热性灌草丛草质粗硬、营养价值低、枯草期长、放牧

价值不高, 但热量充足、降雨丰沛, 可改造为非灌溉

的高生产力优质人工草地. 一般来说, 人工草地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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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业的产草量大致是天然草地的10~20倍 ; 因此 , 

开发占当地天然草地1/10~1/20面积的人工草地 , 再

加上占全国农田面积1/5的草地农业就可以供养全国

4×108 hm2天然草地上的全部放牧牲畜而有余, 从而

使90%~95%的天然草地得以退牧还草、休养生息、

焕发生态功能 . 可称为人工草地的“十分之一替换

率”, 具有重大的生态和经济意义.  

4.3  现代化的草地农业是先进完善的系统工程和

循环经济的产业链 

以饲草基地和舍饲牲畜为基础, 以服务业、技术

推广站与科研机构为支撑 , 配套发展各种畜产品与

饲料加工业 , 推行以畜牧业牵动的加工企业和市场

贸易, 促进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 建立现代化的草地

农业畜牧业的生态-经济产业链条. 我国现代化农业

可以把有强大加工服务业的牧业作为主导农村产业

链的支柱产业, 这是因为家畜本身的奶、肉、皮、毛、

血、粪等各有其用途和价值, 可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

加工厂 , 另外家畜产品的各具不同的加工技术和程

序 , 可形成相关的的产业以及各类的服务和附属行

业. 因此, 贯穿了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和

市场销售业等草地畜牧业具有最长和环环增值的产业

链或产业网络. 现代化草地畜牧业就是现代化农业的

一个主要和长足的驱动力, 没有草地畜牧业就没有发

达的食品和畜产品加工业,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和繁盛

的市场化前景. 畜牧业的产业链从初加工、细加工、深

加工到多种服务业等, 每多一道工序就多一道产业、多

一道就业和增加附加值, 延长了产业链, 这种方式是

粮食和经济作物无法比拟的. 发达国家养牛为主的畜

牧业提供了80%的食品工业原料, 毫无疑问, 食品加工

业离不开畜牧业, 真正意义上农业的商品化和现代化

的集中体现是畜牧业及其产业链.  

4.4  天然草地恢复其生态服务功能的返璞归真 

通过建立人工草地和发展草地农业 , 从而使因

长期过牧而普遍退化的天然草地得以退牧还草 , 恢

复其草被与腐殖土层重大的育土涵水、防风固沙、汇

碳养生的生态服务功能 , 目前该做法已在先进的草

地畜牧业国家得到实现 . 在19世纪曾因过牧和伐林

而使山地森林和草地遭到退化和破坏、水土流失严

重、水旱灾害频发的阿尔卑斯山, 经过百余年的山地

造林和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将产业化的畜牧业转移

到农田和人工草地, 不仅使养牛业有了极大的发展, 

而且使阿尔卑斯山的森林、草地植被和山地生态环境

得到很好的恢复 . 坚持天然草地必须放牧者们最常

用的3条理由大概是 : “离离原上草 , 不牧可惜了”; 

“天然草地放牧是成本最低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天

然草地不放牧是要退化的”. 其实这3条充分反映了

完全无视天然草地重大生态服务功能的狭隘和片面

观点, 也不了解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 只要在天然草

地上放牧就是不可控制的过牧和草地退化 , 其环境

安全的损失和生态服务功能衰减的代价极高 . 至于

对天然草地因不放牧而退化的担忧只是纯理论上的, 

实际上在中国从未发生过, 将来也不会发生.  

4.5  游牧民族实现现代化, 少数民族也要与时 

俱进 

人类社会已历经了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和三百

多年前的工业革命 , 先进草地农业国家的畜牧业从

天然草地放牧向人工草地和草地农业的转变也在20

世纪中叶完成. 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必须保留、

继承和发扬 , 但是落后的以放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必

须被取代 . 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是游牧民族实现现代

化的根本. 目前, 我国畜牧业生产方式大转变的时机

已近成熟, 但还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业界的观念转

变与理论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的投入与实践 . 不可避

免地会有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 如体制、经济和技术

等 , 更多的可能是观念和民族习俗等方方面面的阻

碍. 我们可以从长计议, 只要坚持改革和转变, 经过

30~40年, 和谐新方式的黎明必将来临, 游牧民族走

上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并最终建成和谐与富

裕的社会. 届时, 占国土面积42%的天然草地也得以

退牧还草, 休养生息, 聚碳增汇, 发挥更大的生态服

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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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of stepp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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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largest terrestrial ecosystem in China, the natural grassland occupies 41.67% of the land area. However, the productivity of 
grassland for animal husbandry is very low, contributing only 5% of the national GDP of agriculture, or about one-sixth of national 
GDP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is study, the five developing stages of animal husbandryin temperate grassland and their trophic 
pyramid were summarized. Currently, the grassland in China faces great difficulties due to unsustainable environment, unsustainable 
ecosystem, and unsustainabl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The production mode of grassland should therefore be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extensive, backward and environmental unfriendly grazing mode coming from the New Stone Age 10000 years ago, to the 
modern productive mode based on intensive pasturelandand grassland agriculture. I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40×106 hm2 of intensive 
pastureland (which account to one-tenth an area of natural grassland) of high quality and yield within 30–40 years in the future, which 
can replace natural grassland for supporting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and to restore the natural grassland of ecological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grassland agriculture should be developed in the agro-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 and even agricultural area. In addition, 
modern grass-based farming system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reform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future 
pyramid structure of grassland, a sustainable developing stage would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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